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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个低生育国家，生育意愿有无机会反弹，或者说旨在提高生育率的政策能否奏

效，需要阐明是否存在一个高于实际生育率的理想生育意愿。如果这样的生育意愿确实存在并

且具有普世性，则可以通过政策干预达到提高生育率的目标。通过对经济史和学说史的梳理，

以及从社会流动的角度进行微观行为分析，本文对此做出回答。首先，在不存在实质性制约的

情况下，家庭的理想孩子数通常是两个，或者说，2.1 这个更替水平即为普世生育率。其次，一旦

消除因国家而异的相关制约，各国均可能产生向普世生育率回归的趋势，或称趋中律。这有明

显的政策含义。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应该着眼于创造趋中律发挥作用的条件。在现代社

会，影响生育率回归的主要因素是社会流动性。由于社会福利供给的充分性和均等化是社会流

动的重要制度保障，因此，加快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应该成为提高生育

率政策努力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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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总和生育率处于 2.1 这一更替水平，在统计意义上是人口长期稳定的条件，因而也是大多数社会

乐于接受并被认为具有可持续性的生育率。不过，如果说在社会层面存在着某种理想生育率，或者

说普世生育率的话，其必然是一个长期选择形成的历史倾向。也就是说，从一个特定时期来看，这个

所谓的“普世生育率”或许带有发展阶段的特征；然而，在足够长的历史时期里，普世生育率的“普世”

程度将显著提高，这个生育率的数值越来越接近于更替水平（蔡昉，2024）。其实，在前人认识和研究

长期历史的叙事框架中，不乏关于这种长期选择机制的表述。例如，正如人们常说的，历史具有螺旋

式上升、钟摆式往复、消长式波动、二分式取舍、纠错中前行等特征，都表明社会倾向于具有一种“回

归到均值”的机制和表现，也可以称之为“趋中律”（regression to the mean）①。

就本文讨论的主题来说，这个“回归到均值”或“趋中律”是指：从长期趋势来看，以更替生育率为

基准或均衡点，高生育水平国家的生育率倾向于降低，低生育水平国家的生育率则倾向于提高。虽

然经济史上有据可查的经验和案例，未必可以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实验”或“准自然实验”，借

助于合理的假设，仍然可望从中观察到一些有含义的现象，甚至从中概括出一些特征化事实。然而，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更替水平生育率作为一个人口学特征，尚不构成该生育水平具有普世性的

充分论据。在对社会层面的理想生育率进行理论阐述和经验论证时，还需要以家庭这个微观层次作

为分析的基础。

在这个课题领域，学术界以及一些国际组织进行的国别调查、数据分析和理论阐述，迄今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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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尼曼（2011）阐释了“所有表现都会回归平均值”的原理；Pritchett & Summers（2014）以中国为对象，把这一原

理应用于对赶超型经济增长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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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些有益的理论假设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证据，表明两个孩子或 2.1 这个更替水平生育率，

在各国和各地区的家庭中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因而具有成为一种理论意义上普世生育率的

潜质。

首先，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以及有关研究者在部分国家的调查均发现，把两个孩子作为理想的

或期望的家庭生育率，是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普遍现象或平均趋势。例如，联合国调查表明，虽然处在

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总和生育率有悬殊的差异，但是，在家庭层次上人们所表达的理想生育率，平均

而言大体为两个孩子，相当于 2.1 这个更替水平（UNPD，2019）。Sobotka & Beaujouan（2014）归纳的

大量调查结果，也表明在欧洲国家的范围内，存在着家庭的理想生育率向更替水平趋同的现象。

其次，不同学科研究者所揭示的一些现象及其理论解说，也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两个孩子或 2.1 更

替水平作为普世生育率这一结论。在这方面，人口学家提出了一些论据，可以帮助我们从常识的角

度理解为什么两个孩子适宜作为普世生育率。例如，在索伯塔等归纳的理由中包括：保持家庭性别

平衡、防止独生子女娇生惯养、为第一个孩子创造同伴环境、为家庭提供保险机制，以及符合一般社

会规范等（Sobotka & Beaujouan，2014）。此外，自然科学家的研究表明，两个孩子具有一种基因意义

上的效果，譬如有利于延长寿命（Long & Zhang，2023）。对这一统计结果背后的选择机制，人们还不

能做出合理的解释，特别是正如这些现象所显示的那样，生育率的决定涉及因素十分复杂，甚至面临

着一些难以逾越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界限。不过，作为他山之石，我们不妨把相关的因素放在解释人

类生育行为的备选名单中。

作为一项思想实验，即便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把更替水平生育率设想为普世生育率，离人们能

够普遍接受的事实尚有较大距离，但是，这毕竟提出了一个可供证伪的假说，也算理论发展的一个必

要的步骤。何况，进行这样一项思想实验，对于中国具有显而易见的政策含义。中国总和生育率的

下降，既遵循了各国在相同发展阶段上的一般轨迹，也呈现出比大多数同等收入水平国家快得多的

特征，或者说，无论与何种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而且具有继

续下降的强大惯性。世界银行按照人口转变阶段，把国家和地区划分为四类，分别处在前人口红利

阶段、早期人口红利阶段、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和后人口红利阶段（World Bank Group，2016）。在这个

框架下对生育率进行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所处阶段大约介于“晚期人口红利”和“后人口红利”之

间，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和幅度却明显高于任何组别（图 1）。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面对不断放宽的生育

政策以及时有出台的鼓励措施，生育人群的反应并不积极。换句话说，生育率不仅没有回弹的迹象，

反而有极大的可能性继续下降。

图 1　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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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和极低水平，学术界进行了诸多的讨论，也取得了较大的共识。从

一般性来看，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孩子对于家庭的成本、收益效用，所以在相当大程度

上可以成为加里·贝克尔（Becker，1960）理论假说的一个实证检验。从特殊性来看，中国执行数十年

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也产生并且持续着降低生育率的效应。不过，对于中国社会何以形成如此低

的生育意愿，显然还需要有一种更具针对性的解释框架。在下面进行的讨论中，我们将从社会流动

入手，论证普世生育率存在的可能性，进而从促进社会流动的角度讨论这种关系的政策含义。

从分析逻辑上，我们分两步实施这项任务。首先，我们把极低生育率及呈现继续下降趋势这一

现象，归结为中国的生育水平何以没有产生回归普世生育率这样的问题，进而在这个语境中讨论普

世生育率的存在和形成。其次，在此前的研究中，基于中国经验和跨国数据比较，以及社会流动性下

降的诸种表现中，我们观察到了一些抑制生育率的因素（蔡昉，2024）。在生育政策酝酿放开和实际

放开的这个时期里，中国的社会流动也表现出一种新的态势：一方面，有利于释放社会流动的制约性

政策改革，已经进入边际效应递减的阶段；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进入减速阶段，也使有利于社会流动

的市场机会扩大势头有所式微。从一般性和特殊阶段性来看，我们可以做出的判断是，中国社会流

动性趋于减弱，并且构成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蔡昉，2024）。这样，探讨中国现实的生育意愿问题，就

有了针对性和落脚点。

简而言之，在回顾已有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本文从生育率变化的视角重新观察长期的世界发

展历史，在一般与特殊的对比以及理论与实际的碰撞中，分析生育的微观动机，阐述普世生育率形成

的均衡条件。进一步，立足中国的语境，揭示实际生育率与普世生育率产生差异的原因，特别关注在

特定发展阶段出现的社会流动性减弱现象对生育意愿的系统性抑制。从国际比较和中国现实分析

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相对完善、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是社会保持充分流动的制

度基础，因而也是促进生育率向普世水平回归的制度前提。本文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揭示，建立什么

样的社会福利体系可以有效促进社会流动。最后的结论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建

设中国式福利国家，应该成为促进社会流动、提高生育意愿、推动生育率向普世水平回归的政策努力

方向。

二、生育率“趋中律”的经济史实验

迄今以描述人口转变三个阶段及其演化为内容的人口转变理论，对于生育率的长期变化及其

原因，提供了最具概括性的解释，并且经过了历史回顾、国别经验和数据分析的检验。这一理论认

为，在长期中观察到的各国生育率下降趋势，归根结底可以由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解释（Caldwell，
1976）。该理论提炼出的人口转变三个阶段及其转化，即从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特

征的早期阶段，经由具有“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特征的中间阶段，最终到达具有“低出生

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特征的阶段，也符合世界整体和各国各地区的一般经验。在以此作为认识

基础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围绕普世生育率和趋中律假说，补充一些历史叙事，获得更为清晰的特征

化事实。

严格来说，经常为人所援引的所谓“经济规律”，大多只是对于统计意义上较为频繁发生现象的

描述，或者是对人们经常观察到事件的叙事，充其量可以叫做“特征化事实”（stylized facts）。然而，

我们不应对此类“事实”有丝毫的轻视。观察、描述和阐释这些事实，是形成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步

骤。为了向那些可以进行可控条件实验的自然科学靠近，经济学家越来越热衷于借助自然实验或准

自然实验方法，即从实际发生的事件或情景中获得数据，把观察对象与控制组进行对比，运用相应的

计量方法得出统计上显著的结论，也包括进行因果推断。不过，如果放松分析中的技术性限制，已经

发生并产生后果的经济事件或情景，无论有没有准确记录下来、可供进行计量分析的数据，本质上仍

然是一种自然实验。因此，从经济史的角度观察事实，揭示各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不仅对

于理论发展是有益的，也可以为今后的实践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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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社会因素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既密切又复杂，

在不同的条件下还会发生因果转换。以马尔萨斯为代表，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流派，均在不同

程度上对这种关系的长期历史做出过不同的解读。这里，我们暂且忽略经典文献中各种结论的不同

之处，着眼于找到不同学派研究中的共同逻辑，以“人口-经济-社会关系”的新框架包络既有的经

验事实，以期形成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具体来说，我们以 2.1 这个更替水平或普世水平生育率作为一

个均衡点，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回归现象。无论从相同时点上的跨国比较出发

（蔡昉，2024），还是从时间序列所表达的长期历史趋势（图 2）来看，下面将要进行的分析及其结论，均

具有针对性和普遍性。

图 2　从长期发展看经济和人口增长回归均值

资料来源：作者拼接了不同来源的数据，并在一定假设下估测了部分节点上的数据。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麦迪森（2001）。

从长期经济史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意外的“同步”现象，即世界经济发展也好，各国生育

率以及全球人口增长也好，均呈现出“回归均值”的倾向。如果把“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作为基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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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里，无论何时何地，全球的人口、产出以及人均收入都处于零增长这一稳态

的话，在 18 世纪下半叶以来，先是偏离初始的稳态水平，即打破了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经历了历次技

术革命、产业革命和全球化高潮之后，全球人口、产出以及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又在某种程度上呈现

出回归那个“稳态”水平的趋势（图 2）。

我们可以设想生育率高于或低于普世水平的两种极端情景，为简洁起见，分别称之为“马尔萨斯

不均衡”和“缪尔达尔不均衡”。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不均衡”并非这两位经济学家自己的表达，只是

借用他们的理论分析来表明，分别处在极高或极低水平的生育率，如何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

现象。按照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本人及其学术传承者的理论（例如 Dasgupta & Dasgupta，2022），

高生育率导致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供养人口所需生活资料的增长，以及资源、环境、生态和全球气候

所能承受的程度，因此造成极度贫困、长期饥馑、资源环境不可持续以及气候危机。从一个直接的政策

干预角度来看，只有遏制住人口增长才能使生活回归到生存水平，使全球气候回到可持续轨道。从长

期趋势来看，生活水平的改善通常伴随着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与此同时，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环

境也越来越拥有了主动的控制。

按照 Myrdal（1940）及其处于同一阵营研究者的论述（Keynes，1937；Hansen，1939；Eggertsson 
et al，2019），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人口停滞、负增长和老龄化，降低了投资需求，也抑制了消费意

愿，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乃至灾难性的影响。这种结果被汉森命名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表现就是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低经济增长率和高负债率的不

良组合。虽然有很多政策手段和冲击因素可以短期改变这种特征，例如，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

就造成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高企，并引致调高利率的货币政策举措，但是，从根本上改变宏

观经济中的这种不均衡，人们越来越接受的政策选项，则是求助于生育率从过低水平向普世水平

的回归。

一种人口格局常态，是生育率长期走向的结果，而生育率则是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综合体现，

在较长的时间里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与此相关的研究固然可以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或供求

分析方法，现实中却并不存在一种在短期内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或“数量调整”实现市场结清的单一

均衡。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都应该把回归普世生育率这个趋势，看作是由包括经济、社

会、心理和生理因素在内的多重均衡所决定的。或者说，普世生育率类似于经济学分析中的种种“均

衡点”或“恒等式”，只可作为一个基准或参照，而并不经常成为现实状况。或者说，达到普世生育率

的均衡，其实在更多的场合下只是例外而非常态。不过，普世生育率如同许多均衡点和恒等式一样，

既具有方法论意义，也指示出政策努力的方向。从实践中看，生育率从高水平朝着更替水平的下降，

无论是否施加了政策干预，无论这类政策干预的程度如何，终究主要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

而生育率从低水平向普世水平的回归，却需要更加有意识的政策干预（蔡昉，2023）。

三、普世生育率的均衡如何实现？

我们将从社会流动入手论证普世生育率的可能性和形成机制。虽然这属于一种分析方法上的

另辟蹊径，Barro & Becker（1989）模型的研究方法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基本假设仍将适用，明确或

隐含地体现在这部分的分析中。这些基本假设包括，第一，生育行为和人口变化是内生的，生育决策

是在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效用最大化选择；第二，作为决策者和行为者的父母具有“利他”的

动机，不仅考虑自身的效用，也考虑子女的幸福，所以，孩子数量是一种跨代的选择；第三，既然这里

涉及的生育决策分析，本身已经超出了以物质生产和消费为对象这个界限，分析中考量的成本和收

益因素自然也不限于实物或货币；第四，出于分析的需要，增长理论常做的其他必要假设，在这里也

应该是适用的，在涉及的情况下将予以简单说明。

从社会流动的视角来看，家庭在对自身福利及其预期做出反应时，也会把相应的期冀投射在

孩子身上。假设家庭生产率即挣取收入和积累财富的能力不变，他们为了不使自身和子女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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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平下降，或者说为了把父母具有的必要生活水平投射到孩子身上，选择的孩子数量应该以两

个为均衡点。也就是说，如果以高于 2.1 的生育率为初始状态，家庭期望的生育率将趋于降低。

在生育率显著低于 2.1 的初始状态下，家庭则趋向于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接近于更替生育率的水

平上。

这里所谓的“投射”，实际上就是家庭把现行的社会流动性作为基准，尽可能同时做到父母和孩

子的生活质量皆不降低到社会必要水平之下，而这个社会必要的生活质量，通常只能参照当下社会

平均水平，一般情况下也会直接参照家庭生活质量的现状。例如，山田昌弘（2020）以日本经验，认为

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低，是由于对“从中流跌落的不安”。因此，正是孩子数量的增加，导致一个家庭生

活标准降低到社会必要水平之下。由此可以推论出两个家庭的决策原则。一方面，在预期稳定的假

设下，家庭生产率如果低于（或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父母倾向于具有较低（或较高）的生育意愿。另

一方面，在考虑到预期不稳定或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父母生育意愿与社会福利水平呈正相

关关系。换句话说，生活质量越少依靠家庭生产率，从而越多依靠在社会层面制度安排的支持，家庭

的期望生育率与社会的理想生育率之间差异也就越小。这一分析逻辑和结论，可以从家庭生活成本

的角度原封不动地再推导一遍，这里不再赘述。

阐明社会理想生育率与家庭期望生育率的同一性，显然是得出更替水平生育率就是普世生育率

这个结论的关键。从严谨的理论构建和经验检验来看，可以说迄今远未达到期望的成熟程度，我们

能够并且需要继续做的工作，便是从各种角度进行不厌其烦的说明。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可以设想

一种类似于拍卖的情景，即政府作为竞购者，代表社会以配额的方式把孩子数委托给千千万万处在

生育期的家庭。这里，我们应该假设家庭满足社会需求做出孩子数量决策的方式，与企业面对社会

需求做出产品数量的决策具有相同之处。如果可以从理论上说明这种机制是有效的，并且经验上也

可以得到更具稳健性的检验，也就意味着社会层面的理想生育目标，与家庭层面的生育意愿在方向

上相符，在功能上也彼此接近，因而在数量上也应该相同。

然而，我们也应该指出，竞购对产品而言和对孩子而言，性质上具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

例如，在前一场合，物质产品可以通过交换获得，因此，并不需要所有的企业都生产同样数量的产

品，甚至无须全部企业都生产特定产品；在后一场合，孩子却不能通过交换获得，因此，满足社会

对特定孩子数量的需要，要求每一个处在生育期的家庭尽皆参与。此外，家庭提供孩子的决策，

分别依据两个部分的激励做出：一方面是在市场上表现出来的孩子相对价格（或成本），可以称之

为“贝克尔激励”（Becker，1960）；另一方面则是政府以公共服务形式提供的额外补偿或惩罚，可以

称之为“缪尔达尔激励”（蔡昉，2023）。换句话说，政府作为一定数量孩子的竞购人，可以通过改

变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影响家庭生养孩子的成本和收益，进而改变家庭生育孩子的激励方向

和强度。

四、社会福利体系如何促进社会流动？

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增加和质量提升，能够降低生养孩子的家庭成本，从而具有提高生育意愿

的效应。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宏观保障，社会福利体系还通过增强社会流动，使家庭的生育选择符

合自身意愿和社会需求。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欧洲和北美国家通过建立社会福利体系，促进了社

会流动，进而显著提高了生育率，始料未及地创造了一个婴儿潮时代。从一般的意义上，这种实践后

果作为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福利国家促进社会流动性，从而提高生育率的制度效果。为

了在理论上和经验上更好阐述社会福利体系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我们简要概述关于福利国家起源、

发展、倒退以及分化过程的事实和文献，以便在此基础上更好理解已有的国际经验，做出针对中国国

情的进一步分析。

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过一次巨大的危机。在那个年代，虽然社会主义思潮和运

动一度风起云涌，西方国家却终究没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然而，以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在拒绝

—— 8



蔡昉：生育意愿、社会流动和福利国家

“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革命性的做法，或者说放弃“供给侧社会化”道路的同时，却以“需求侧社会

化”（socialization from the demand side）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且产生了期望的效果。凯恩斯理论

提供的新经济思维，与体现平等价值观的激进社会工程实践相结合，构成了北欧式的福利国家框架

（Olsson，1991）。具体来说，瑞典以缪尔达尔夫妇推动的“母婴立法”为起点、英国以实施“贝弗里奇

报告”中的福利计划为标志、美国以推动“罗斯福新政”为载体，欧美各国分别完成了福利国家的建设

任务。

可以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能够走出那一次生死危机，根本原因在于欧美各国普遍建立起社会

福利体系。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52）以美国为例，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策选择及成

效，认为那个时期获得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权益保护、最低工资制

度，以及政府在公共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等因素。①虽然加尔布雷思通常更为强调“制衡力量”的作

用，其实同样的分析逻辑和结论也适用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不过，作为各国竞相选择的一种制度

框架，福利国家并不是如出一辙，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表现也千差万别。

例如，按照 Titmuss（1974）的概括，“补缺型社会福利”和“制度型社会福利”体现了总体上对立的

两种理念，自然也不会产生相同的促进社会流动效果。在前一模式下，政府只需在最困难群体的社

会救助和有限的基本生活服务上承担责任。在后一模式下，社会福利保障在任何社会和任何发展阶

段，都是政府应该履行的责任。与这一划分紧密衔接，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1990）把“福利资本

主义”区分为：（1）接近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实践的“自由主义”类型；（2）接近于奥地利、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实践的“社团主义”类型；（3）接近于北欧国家实践的“社会民主主义”类型。对于福利

国家这三个世界的划分，既是埃斯平-安德森当时写作的意图，也为理解后来各国之间的分化路径，

以及各种模式促进社会流动的效果评估提供了基因线索。

社会福利是一种合理安排社会关系的积极力量，却并不自然而然地促进社会流动。在纪念《福

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出版 25 周年之际，埃斯平-安德森接受一个学术刊物约稿，运用更新

的数据和回顾晚近的讨论，对于社会福利体系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补充性的研究

（Esping‑Andersen，2015）。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三种福利国家类型中，只有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

国家，可以有效地为各阶层提供平等与平衡的机会，尤其有助于促进“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由于

与工薪阶层合作的政治框架特点，这些国家通常把促进就业和性别平等置于突出位置。围绕着这个

中心，社会政策在更广泛的领域得到实施，最终取得的政策效应更为深远。例如，儿童早期发展项目

的实施、综合学校的建立和分班制的废除等，促进了教育机会的均等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

施，使包括单亲母亲在内的大多数弱势人群也能够自立自强。

社会福利体系诞生于不同的土壤，在区域上并非千篇一律，在时间上也不是一成不变，在发展和

演变的过程中既可能产生一定的趋同，更可能继续分流乃至发生变异。把埃斯平-安德森的研究结

论与这个领域的其他重要文献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概括福利国家促进社会流动的原因和条件，并从

中引申出对中国的启示，即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体系，确保其发挥促进社会流动和提高生育

意愿的积极作用。

首先，政治理念和政策出发点至关重要。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福利模式，先天留下了笃信

自由市场竞争和“涓流效应”等政治经济理念的烙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种福利体系还遭遇巨

大的倒退，弱化了对低收入家庭和非熟练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导致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与之相

对，以北欧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在制度设计中突出了“去商品化”，即弱化劳动力作为纯

私人要素的属性，强化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社会权利。由于更充分反映普通工薪阶层的诉求，在促进

社会流动方面效果也较为显著。虽然这些国家的福利体制也经历过起起伏伏，但是在改革中总体上

坚守了制度选择的初衷。

①参见加尔布雷思（1983）一书的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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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准确把握社会福利体系的内涵和边界。坚持普遍性和公平性，才能确保社会福利体制不

是一纸空文，社会福利支出也不是一只黑箱。不同于把政府责任仅限于“拾遗补阙”范围的理念和模

式，北欧社会福利体系从形成之初，便立足于覆盖全体人群的全生命周期。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

全面保障，包括以政府埋单或社会合作的方式，提供婴幼儿照料、儿童早期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就业

扶助和失业保险、劳资关系协调、住房保障、免费医疗、病残弱群体救助、养老保险和老年人照护等基

本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普遍化和均等化，通过解除社会必要基本生活条件对人的束缚，破除了阶

层固化的体制羁绊，为居民赢得居住和就业选择中“用脚投票”的权利。高度社会流动性、高度人类

发展水平和性别高度平等，也解除了生育的后顾之忧，呈现出生育率向普世水平回归的趋势（蔡昉，

2024）。

再次，社会福利支出随发展阶段变化而提高。社会福利支出规模及其占 GDP 的比重，虽然并不

足以概括福利国家的本质内涵，并且这类支出的使用也不必然完美无缺地符合福利国家的初衷；然

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福利支出毕竟是衡量福利国家建设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德国经济学家

阿道夫·瓦格纳命名的“瓦格纳法则”，表达了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或人均收入的提高，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相应提高的规律性现象（Henrekson，1993）。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特征化事实也适用于

福利国家建设，即政府社会性支出比重也是社会福利体系完善程度的重要表征。同时，越是目标明

确的社会福利模式，越是趋向于打破支出这个“黑箱”，越重视政府支出期望达到的社会保障目标，并

且从目标导向来评估支出的效率。

最后，福利国家建设大多以人口危机为诱因。从经济史上看，福利国家建设无疑受到各种因

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形成之初，可能受到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量的推动。然而，无论采取了

哪种模式，欧美福利国家的诞生历史都表明，在特定时期中遭遇的人口危机，对于构建福利国家

的起步以及随后付出的努力，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从抑制人口停滞

趋势出发，既从经济学角度做出了严谨的理论阐述，也在政策实施领域提出了福利政策建议，还

身体力行地帮助催生了北欧福利模式。这一事件也成为理论研究与政策推广相结合的完美典范

（蔡昉，2023）。在英国，Keynes（1978）对人口危机的潜在威胁和危害做出警示，并且在作为福利

国家计划“贝弗里奇报告”的实施中得到回应。在美国，Hansen（1939）论述了人口增长减速可能

导致长期停滞的危险，呼应了那个时期“罗斯福新政”的相应内容，也同美国福利国家建设有着

内在的联系。

五、政策含义和建议

在各国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对长期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过程的回顾，以及在微观层面进行的

均衡分析，都倾向于表明存在着一个相当于 2.1 这一更替水平的普世生育率；相应地，在长期人口转

变过程中，各国分别从不同的方向上表现出回归到均值的倾向，或者说趋中律确实是发挥作用的。

影响回归意愿或趋中效果的因素，特别是阻碍生育率从过低水平回归普世水平的直接原因，在于一

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存在的社会流动性减弱现象。一般来说，社会流动性受到制度安排和市场机会的

影响。在一定的发展阶段转折点上，制度变革面临收益递减现象，市场机会也随经济增长减速而式

微，从而社会流动性趋于减弱。这时，着眼于长期的制度建设愈显重要和紧迫。从发达国家的历史

来看，这种制度建设主要表现为福利国家建设。

中国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但是，社会福利体系不是一

个千篇一律的抽象事物，现有的福利国家在实施的理念、模式和方式方面，也可谓五花八门，因而促

进社会流动的功效也千差万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中国在福利国家建设的过程中，

已经占据了理念和制度基础的制高点。从其他国家的经历中借鉴经验和吸取教训，有助于中国探索

具有自身特色的福利国家建设路径。

以下列出的几个要点，分别为需要坚持的原则和值得关注的领域。首先，以扶助最弱势群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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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点，以覆盖全体居民和全生命周期为落脚点，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系将有效发挥促进社会流

动、增进居民认同感、获得感、稳定预期和增强凝聚力的功能。其次，从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相统一的

原则出发，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基本公共服

务的充分和均等供给为目标，辅之以社会、社区参与的和谐社会关系的建设及维护，也将以中国特色

社会福利体系创造社会流动的前提条件，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再次，利用好中国仍将保持中高

速到中速经济增长这一时间窗口，通过提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改革财税体制、调整政

府支出结构等方式，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最后，围绕提高生育率、稳定人口规

模、增强养老、助老、敬老能力等任务，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既着眼于促进社会流动，也立足于产生制

度实效，服务于促进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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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Welfare System as the Cornerstone of 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Desire

CAI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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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ince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of China， defined as the number of births per woman， fallen below the 
replacement level of 2.1 in the early 1990s， it has gradually dropped to a low of 1.2 in 2021， one of the lowest in the 
world. Consequently，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phase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characterized by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and becoming an aged society. The determination and dynamics of fertility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s a key 
issue concerned by both academic and policy researchers in China. Likewise， weak fertility desire and low fertility are 
widespread phenomena in high‑income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d concern scholars in multiple disciplines of social 
sciences worldwide.

Related disciplines have developed some theories and accumulated massive empirical evidence about how fertility 
and its dynamics are determined. Among thos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works， children’s utility hypothesis in economics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in demography have provided mainstream explanations. While both the theories and 
empirics resulting from testing these hypotheses do have more advantageous explaining power on why high fertility tends 
to decline as countries’ income level grows， they are inept at answering questions such as whether or not countries with 
very low fertility can resume their fertility to near the replacement lev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ationales， potentials， and ways for countries with very low fertility to resume a position 
with a more sustainable fertility level or near the replacement level. The paper follows three logically sequent steps as 
research unfolds. Firstly， it is intended to review the studies related to fertility by breaking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mong demography，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n the hope that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reasoning and empirical evidence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a unified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fertility. Secondly， it tries to synthesize the factors commonly 
revealed， which are believed to weaken fertility desire and lower fertility rate， to a more analyzable conceptual 
framework‑social mobility. Thirdly， it tries to establish a new paradig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which can hopefully help find effective ways to increase fertility.

If there is a fertility that is both sustainable for society and desirable for family， that is， a universal fertility rate 
equivalent to replacement level， policies aiming to increase fertility can be effective through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families tend to have two children and a country’s fertility tends to rise to the replacement level of 2.1. By retracing 
the world hist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 thoughts and analyzing the equilibrium conditions under which 
families realize their maximum utility， this paper confirms those assumptions， though as in any case of a new scholarly 
conceptualization emerges， the existence of universal fertility and related trend of fertility regressing to it remains 
hypothetical and subject to be further tested.

The main conclus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since there are both 
universal fertility and trends of fertility converging to it， to encourage fertility desire and enhance the fertility rate， policy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fertility to regress to the universal level. Secondly， in China’s case， as the 
significantly wide income gaps among population groups reveal， social immobility serves as critical constraints that 
prevent rural and urban families from meeting their fertility will. Thirdly， a social welfare system that covers all people 
and their entire life span is an institutional cornerstone of social mobility. In conclusion， building a well‑functioning 
welfare state in accordance with China’s stag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a panacea for promoting social 
mobility and thus enhancing fertility.

Keywords： Universal Fertility； Regression to the Mean； Social Mobility； Welfare State
JEL Classification： J11， J13， I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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